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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探索性构建了包括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

数字化安全素养四个方面的农民数字素养评估指标体系，以体制内精英、体制外精英和双重

身份精英表征农民的乡村精英身份，依据自主治理理论，架构了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

份影响乡村数字治理参与行为的逻辑框架，并采用四川省和重庆市 ６５４ 户农户调查数据，实
证检验了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对乡村数字治理单一领域参与行为和总体参与度的

影响效应。 研究发现，农民数字素养水平及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参与程度整体偏低；数字素养

对农民参与乡村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且对具有乡村精英身份的农民群体作用更大。 研究还表明，相较于普通村民身份，以经济能

人表征的体制外精英身份并未显著增加农民对乡村数字治理单一领域的参与概率及总体参

与度，但体制内精英身份、双重精英身份均显著增加农民对乡村数字治理单一领域的参与概

率及总体参与度，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精英治村模式。 据此提出全方位提升农民数字

素养水平、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策略体系、优化乡村数字治理的配套支撑机制等政策

建议。
关键词：乡村数字治理；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数字乡村

一、引　 言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保障①。 数字化时代背

景下不断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水平是持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
我国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从加强村党组织建设、健全村民自治机制等层面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的制度

框架和政策体系，使得乡村治理整体水平得以明显提升。 与此同时，我国乡村治理还面临普通村民参

与性仍然不足、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亟待提升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以大数据驱动乡村治理范

式的转变和治理效能的提升（赵敬丹等，２０２０）。 数字技术与乡村经济社会的有机融合打破了乡村原

有的经济社会结构、关系结构及地缘结构，形成了以交互性和群结构性为特征的交互式群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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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等，２０１９），为实现乡村治理决策科学化、精准化及公共服务高效化提供重要驱动力。 《数字乡

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着力发挥信息化在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基础支撑作用，积极推动‘互联

网＋党建’‘互联网＋党务、村务、财务公开’‘互联网＋公共服务’”①。 因此，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深入

探究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行为的驱动机理和加快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优化路径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数字化治理视域下，数字技术与平台赋能乡村治理各领域，使村民能够便捷高效地参与和享有乡

村政务服务、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电商与培训服务等（陈明等，２０１９）；同时，依托数字化平台和工具，
能够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开展民主监督、及时沟通反馈和寻求改进，不断拓展乡村治理的内容和形式

（沈费伟，２０２０）。 可见，乡村数字治理的深入推进对硬件基础和软环境保障均提出较高的要求。 现

阶段，我国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较为薄弱，不同层级之间的信息互动缺乏统一平台，数据资源的整合管

理、开发利用不足，农民数字素养整体水平偏低（赵敬丹等，２０２０；殷浩栋等，２０２０）。 随着全国行政村

基本实现 ４Ｇ 网络普遍覆盖，以及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推

进，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将实现较大程度的改善。 与此同时，我国多依托于信息化教育和计算机教育来

提高居民信息素养，滞后的数字素养教育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对居民数字素养的

迫切要求（温涛等，２０２０）。 农民数字素养直接关系着其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从根本上影响着乡村数字治理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和乡村数字治理能力的整体改善。 提高数

字素养水平有助于拓展个体线上社会网络空间（Ｐｒｉｏｒ 等，２０１６）、提高数字技术采用行为的自我效能

感（Ｋｎｏｂｅｌ 等，２００８）、增加线上行为的安全性（Ｐａｒｋ，２０１３）。 因此，立足乡村数字治理现状，深入探讨

农民数字素养的培育有助于激发不同主体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内生动力。
当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的乡村治理由占村民比例极小的乡村精英主导，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

性和现实客观性（黄博等，２０１３）。 与此同时，乡村精英主导的治理格局长期存在容易导致村庄权力

和资源被少部分精英垄断，普通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权力被悬空、营造公共性社会关系的积极性和能

动性明显下降，这直接制约了多元协同共治的乡村现代治理体系建设进程（原超，２０１９；李增元等，
２０１９）。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数字技术逐渐嵌入乡村治理各领域，在强化部分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

理比较优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普通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机会、提高其参与能力和效率。 一

方面，作为乡村容易接受新思维新技术的代表，乡村精英总体上有更强的新技术采用意识和采用能

力，从而拉大其与普通村民在参与乡村数字治理方面的差距。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具有普惠性强、对
象均等、渗透力大等典型特征，使得普通村民在经过一定的数字化培训和自主学习实践后，同样能够

有效运用数字平台和工具参与乡村数字治理；且数字平台的创新性运用驱动乡村治理日益公开化和

透明化，使得广大普通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有效调动（沈费伟，２０２０）。 因此，数
字化治理能否打破乡村治理格局中长期存在的“乡村精英—普通村民”的分野，使更多普通村民积极

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实现由“精英主导、普通村民低度参与”转向“精英引领带动、普通村民充分参

与、多元主体民主协商”的良性治理格局，对于不断提升乡村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至关重要。
鉴于此，本文拟在全面评估农民数字素养水平基础上，依据自主治理理论，系统阐释农民数字素

养、乡村精英身份对乡村数字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依据四川省和重庆市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和

非试点地区共 ６５４ 户农户调查数据，探索并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影响农民乡村数字治理单一领域参与

及总体参与度的内生动力机制及对不同类型农民影响的群体差异性，论证不同乡村精英身份对乡村

数字治理单一领域参与及总体参与度的差异化影响，检视数字技术在重塑乡村治理格局中的潜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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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本文研究有益于丰富农民数字素养、乡村数字治理及数字乡村的理论体系，为提高农民数字素养

水平、充分激发大众主体作用，推动形成大数据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数字治理新格局、不断提升

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实践策略参考。

二、文献回顾

（一）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影响因素研究

　 　 已有乡村治理研究主要围绕资源下乡（沈费伟，２０１９）、新乡贤培育（原超，２０１９）、文化重建（袁君

刚等，２０２０）、工商业资本带动（李云新等，２０１８）等层面探讨了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路径，但鲜有研究

从技术赋能角度探讨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作为政府推进改革、完善治理的有力工具，信息

技术赋能有助于提高被赋能对象的自我效能感和控制力，促进其更好参与社会治理（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１９９０）。 赵秀玲（２０１９）、沈费伟（２０２０）初步探讨了信息技术作为具有工具理性的客体和价值理性的

主体在赋能乡村个体及组织、促进政社互动、提高决策科学性、监督及时性与管理透明性，进而实现乡

村有效治理中的运作机理。
学者们主要从主体认知、社会资本、情境因素等层面探讨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因素，为数

字化情境下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行为机理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例如李冰冰等（２０１３）以乡村公

共品建设中是否参与讨论、筹资、出工、预算、监督和维护表征乡村治理参与情况，研究表明农民对乡

村治理的总体参与度不高。 张翠娥等（２０１５）研究发现，民主意识、责任意识和治理方式认同感等主

体认知因素及与村干部接触频率、信息渠道的直接程度等情境因素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参与乡村治

理的意愿。 刘春霞等（２０１６）研究证实，受教育程度、社会信任、社会网络、村庄经济环境等因素显著

影响农民参与乡村公共品合作供给意愿。 此外，少量学者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内涵及农民参与乡村数

字治理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 例如刘俊祥等（２０２０）将乡村数字治理界定为构建数字化、网络

化和智能化的新基础设施与技术规则，实现乡村治理政务组织体系数字化运作的新型智能治理活动。
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数字乡村项目组（２０２０）从支付宝政务业务使用和乡镇微信公众服务平

台开通情况两个方面测度了县域的乡村数字治理水平，指出我国乡村数字治理整体跨过中等发展水

平门槛，发展空间较大①。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２０２０）统计表明，全国县域行政村实现“互联网＋监
督”“雪亮工程”覆盖和“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比例分别为 ６５. ３０％、６６. ７０％和 ２５. ４０％②。 王立华等

（２０１２）基于个体电子政务采纳意愿的研究发现，感知价值、自我效能和主观规范等因素均对农民电

子政务服务采纳意愿产生差异化的显著影响。
（二）乡村精英的界定及参与乡村治理的动机研究

较长一段时期内，乡村各类能人活跃在村庄治理的舞台，精英治理模式成为转型期我国农村社会

的一种独特现象（赵一夫等，２０１９）。 乡村精英主要指村庄中因掌握政治资源或经济资源等方面优势

而在村庄场域中占据特殊位置、对乡村治理产生重要影响的少部分群体，缺乏对乡村精英及其作用的

关注将难以全面准确理解村庄的运作、难以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贺雪峰，２００３）。 国内学者一般按

照乡村精英在不同类型资本上的比较优势将其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王汉生，
１９９４），或按照影响力是否来源于国家政权体系划分为体制内精英（村干部）和体制外精英（经济能

人、社会精英等）（黄博等，２０１３）。 乡村治理中因乡村身份和资源支配权的差异导致占村民极小比例

的精英主导乡村治理、广大普通村民参与程度较低，逐渐形塑了乡村精英治理模式（李增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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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依据主导精英的特征，乡村精英治理模式可划分为精英流失状态下的干部主导型治理、权势

精英主导的群体型治理、经济能人主导的能贤型治理和体制内精英单独主导型四种各有交叉的类型

（黄博等，２０１３）。 尤其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城乡间劳动力要素加速流动，由村干部等体制

内精英长期主导的乡村治理格局被打破，一些具有较强经济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体制外精英逐渐获

得主导乡村治理的支配性地位（刘守英等，２０１８）。 不同类型精英身份致使参与乡村治理具有不同的

内在动机，进而影响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其中，政治型精英主要参与动机在于通过村干

部选举获取体制代理人的合法地位、行使对乡村资源的支配权和乡村事务的管理权；经济型精英主要

参与动机在于巩固经济资源支配权及追求部分的乡村治理话语权；社会型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动机

主要在于荣耀、面子、社会价值实现等社会性报酬（梅继霞等，２０１９）。
（三）农民数字素养的界定与测度研究

国外机构和学者针对数字素养的定义开展了诸多探索，相关研究从较多关注个体基本数字技能、
数字化社交和创造性等方面向贯穿特定学科领域的专门素养和安全伦理素养等方面拓展。 数字素养

的概念最早由 Ｇｉｌｓｔｅｒ（１９９７）提出，并被界定为获取、理解、整理和批判数字信息的综合能力。 Ｅｓｈｅｔ－
Ａｌｋａｌａｉ（２００４，２０１２）进一步将数字素养的定义扩展为新兴数字环境下居民生活、学习和工作所需的生

存技能，并从图片—图像素养、再创造素养、驾驭超媒体素养、信息素养、社会情感素养和实时思考技

能 ６ 个方面构建了概念框架。 立足发展阶段性视角，Ｍａｒｔｉｎ 等（２００６）将数字素养定义为个人正确使

用数字工具和设备、合理利用数字资源、构建新知识、创新媒体表达以及与他人沟通等的意识、态度和

能力。 欧盟委员会（２００７）将数字素养作为 ２１ 世纪欧洲公民必备的 ８ 项核心素养之一，强调在工作

和生活中批判性和创造性地使用信息化工具的能力，并提出了包含信息域、交流域、内容创建域、安全

域和问题解决域 ５ 个方面的素养域①。 在此基础上，国外机构提出了一些备受关注的数字素养测评

框架。 例如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２０１４）提出了包括信息通信技术水平、数据与媒体素养、数字

制作与创新、数字交流与协作、数字学习与发展、数字身份与健康 ６ 个方面的数字能力框架②。 美国

新媒体联盟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等（２０１６）将数字素养划分为通用素养、创意素养和贯穿于各学科之中的素养，
分别强调熟练使用基本数字工具、制作丰富数字化内容所需的较高难度的技能、依据专业领域知识以

恰当方式进行数字化传播的能力。 基于对前述典型框架共性和差异性的综合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全球数字素养框架》项目组 Ｌａｗ 等（２０１８）提出了包括设备操作、信息处理、交流协作、内容创作、
安全保护、问题解决和特定职业相关域 ７ 个方面的素养域。

国内学者虽然尚未就数字素养的核心要素达成一致意见，但整体上的认识不断深化。 如侧重技

能层面，肖俊洪（２００６）认为数字素养不仅涉及纯数字技术的使用技能，还包括认知技能、情感技能和

社交技能。 基于不同素养的内在关联性角度，王佑镁等（２０１３）指出数字素养概念包括了计算机素

养、网络素养、信息素养和媒体素养等相关概念的主要内容，且各素养概念体系随时代发展呈现出既

相互交融又连续统一的关系。 基于批判性和创造性角度，程萌萌等（２０１５）指出数字素养强调运用数

字技术批判、评估和交流不同格式的信息并创造新知识的能力。
（四）已有研究的总结与思考

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研究存在如下不足之处，一是对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重视不够，少
有研究从微观层面对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行为进行刻画，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探讨；二是缺

乏针对农民数字素养评估的本土化研究，鲜有研究从数字素养视角探讨其对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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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三是忽视数字化情境下不同类型乡村精英身份对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差异化作用及其

潜在逻辑。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立足乡村数字治理现状，从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

和数字化民主监督三个方面刻画农民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参与行为，并以单一领域参与和总体参与度

综合表征；二是基于农民生产生活实际，从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数字

化安全素养四个方面构建农民数字素养评估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测度；三是依据自主治理理论，深
入阐释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体制内、体制外和双重身份精英）对乡村数字治理参与的影响

逻辑，实证检验数字素养驱动乡村数字治理参与的能动性作用及乡村精英身份引致的禀赋效应，并计

量论证乡村精英身份视角下数字素养影响乡村数字治理参与的群体差异性，为系统优化新时期的乡

村治理政策提供有益实践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借鉴沈费伟等（２０２０）的观点，即数字乡村治理与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实践在内部运作机制、生
存法则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本文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２０１２）提出的自主治理理论为基础构

建理论分析框架。 自主治理理论认为，任何情景下理性个体对公共事务治理的参与策略选择均产生

于行为动机，而行为动机受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和贴现率四个内部因素的综合影响。 其中，
个体具有的内在规范类型受到所处特定环境中其他人共有规范的制约，贴现率受到所处自然和经济

保障程度的影响，反映个体对长短期收益的重视程度及权衡结果（张克中，２００９）。 作为乡村治理的

主体，农民兼具数字资源的使用者和贡献者双重角色，其对乡村数字治理参与主要指运用数字化工具

和平台高效便捷地参与党群教育、村务管理、民主监督等乡村治理的各个领域∗，以实现乡村共建共

治共享的智慧化治理活动。 数字化治理情境下农民人力资本中的数字素养主要影响其参与乡村数字

治理的成本、收益及综合效用，是否具有乡村精英身份及具有何种类型的乡村精英身份主要影响参与

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规范和贴现率。 鉴于此，本文分别阐释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对乡村数字

治理参与的影响逻辑（见图 １）。
（一）农民数字素养影响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内生动力机制分析

基于前述文献梳理（Ｇｉｌｓｔｅｒ，１９９７；Ｅｓｈｅｔ－Ａｌｋａｌａｉ，２０１２；Ｍａｒｔｉｎ 等，２００６），本文界定农民数字素养

为数字化情境下农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具备的或形成的有关数字知识、数字能力和数字意识的综

合体，并体现为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养四个维度。 上

述四个维度分别强调个体在使用基本数字工具收集、整理和加工数字化信息，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资

源共享、信息交流与协作，创建和编辑文字、图像和视频等内容并进行创意化的表达、输出和传播，采
取安全有效措施保护个人信息、维护正当权益以实现对数字技术长期安全利用等方面的意识、知识和

能力，体现了数字化思维贯穿整个数字素养体系。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有助于推进乡村经济社会政策制度的改进、优化乡村管理体系、重塑乡村治理

结构，为实施精准的村庄治理、提高治理绩效提供重要支撑（沈费伟，２０２０）。 良好的知识文化储备是

农民驾驭应用新技术的关键要素，且引导农民素质提升、培育现代化农民，有助于夯实乡村善治之基

（秦中春，２０２０；沈费伟，２０２０）。 乡村数字治理在依托数字技术驱动的同时，更依赖于农民主体内在

能动性的有效发挥。 一般地，农民尤其是党员群体数字化通用素养越高，对党群教育网站、微信公众

号、学习强国、益农信息服务中心等有关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平台使用越熟练，越能够通过乡镇或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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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对当前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主要内容的考察和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主要从乡村党群教育、村务管理和民主监督三个

方面刻画农民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参与行为



图 １　 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对乡村数字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机理

政务服务平台进行农业保险、农业补贴、业务许可等事项的申请、办理和信息查询，其参与乡村数字治

理的自我效能感和控制力越强且参与成本越低（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０）。 农民数字化社交素养越高，越能

够主动利用线上社会网络（Ｐｒｉｏｒ 等，２０１６），充分获取有关基层党建、群众教育、政务服务、民主监督等

方面的信息资源，积极参与线上交流讨论、表达意见和建议，以较强的主人翁意识推动乡村数字治理。
农民数字化创意素养越高，越能充分利用信息编辑和制作能力方面的优势（Ｅｓｈｅｔ－Ａｌｋａｌａｉ，２０１２），创
新基层党建、群众教育、政务服务、民主监督等方面的内容和形式，对有关乡村治理新的数字化思想、
平台和技术表现出越高的采用倾向，促进特定领域数字化问题的解决、提高相应领域数字治理参与的

实际收益。 农民数字化安全素养越高，使用数字技术的风险敏感性和规避意识越强，在数字化党群教

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等方面的实践参与过程中有较强的个人信息安全和权益保护

意识。 综上可知，提高农民数字素养有助于降低采用数字技术参与乡村治理的成本与风险、提高参与

收益与效用，充分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积极性、灵活性和创造性，促进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全

面深度参与。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１：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有助于激发其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内生动力，即数字素养对参与乡村

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单一领域和总体参与度均产生正向影响。
（二）农民的乡村精英身份影响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强化还是削弱

近年来，部分村级党组织的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突出，导致体制内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威式

微（刘守英等，２０１８）。 与此同时，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家庭农场主及个体工商大户等为代表的

经济精英，因具有现代化的市场理念和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在产业项目、致富经验、核心技术等层面

产生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贺雪峰，２０１１；梅继霞等，２０１９），在村域经济发展中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在
乡村治理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 结合前述文献，本文将乡村精英划分为体制内精英（村干部）、体
制外精英（经济能人）和双重身份精英（既是村干部也是经济能人），阐释不同类型精英身份对乡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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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治理参与的差异化影响机理，并进一步分析数字治理引入对乡村精英治理格局的强化抑或削弱

作用。
数字技术赋能有助于提高个体对乡村治理实践的参与能力（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０），使传统治理场景

下不同身份精英乡村治理参与动机的实现方式得以重塑，且数字化治理场景下不同类型乡村精英获

取数字技术的实践基础、所关注数字技术及平台的类型、采用数字技术的主要动机和预期效用等均存

在一定差异。 体制内精英依靠国家体制赋予的合法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身份获取较多政治资源（原
超，２０１９），对国家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举措有更充分的了解和认知，较为关注利用数字

技术增强基层政治参与的便利性及在乡村党群教育、村务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治理决策中的主导作

用。 国家推进乡村数字治理相关政策文件中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干部的要求与期望形成体制内精

英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规范，村干部对村庄善治的政绩担忧、对巩固自身领导地位及换届选举潜

在竞争的担忧形成其参与乡村数字治理较高的社会贴现率。 体制外的经济精英较为重视家庭多元化

经济活动中以及乡村公共事务决策中有关经济活动的数字技术应用，并依托自身掌握的关键经济资

源与在核心技术和经营理念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试图在乡村数字治理的部分领域发挥重要的示范、引
领和带动作用（原超，２０１９；梅继霞等，２０１９）。 经济精英有较丰富的市场参与经历（贺雪峰，２０１１），生
意伙伴、供应商、顾客等利益相关主体对其期望和影响形成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规范；
同时，经济精英将保障和提高长短期经济利益作为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首要目标，而将获取潜在政治

机会以强化经济优势作为次要目标，因而其社会贴现率主要来源于对自身经济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最

大化的考量。 此外，部分具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精英双重身份的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受到单一精英

身份所具备的内在规范和社会贴现率的综合影响，倾向于多样化数字技术在村庄公共事务管理和市

场参与实践中的充分高效利用，因而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积极性较高。
理论上，数字平台的创新性运用有效拓展了乡村治理的内容和形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普通村

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机会和能动性，促进普通村民实现法理层面同等的乡村治理权力，缩小其与乡村精

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差距，从而削弱精英治村模式；但同时，普通村民的政治信息获取能力有限、组织化

程度低、拥有的经济资源不足，对乡村治理的实际影响力较弱（梅继霞等，２０１９），缺乏参与乡村数字

治理较强内在规范的驱动，且社会贴现率较低，最终导致普通村民对乡村数字治理的低度参与和精英

治村模式的强化。 综上分析，本文认为乡村精英身份所引致的禀赋效应直接影响个体参与乡村数字

治理的内在规范和社会贴现率，进而作用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决策；现阶段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之间

力量的非均衡，逐渐导致普通村民在乡村数字治理中主体地位的缺失，使乡村精英的主导作用得以强

化。 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２：乡村精英身份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强化了精英治村模式；
假说 ２ａ：体制内精英身份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强化了精英治村模式；
假说 ２ｂ：体制外精英身份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强化了精英治村模式；
假说 ２ｃ：双重精英身份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强化了精英治村模式。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２０２０ 年课题组在四川省和重庆市开展的主题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民数字素养

培育与数字乡村实践参与”的农村实地入户调查。 综合考虑农村信息化发展、地理生态环境、经济发

展水平等方面的情况，课题组在四川省选取成都市温江区、眉山市彭山区、乐山市井研县、巴中市巴州

区、广安市武胜县，在重庆市选取永川区、荣昌区进行分层随机抽样。 样本覆盖成都平原、四川盆地、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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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山和低山丘陵区，乡村治理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存在区域性差异。 其中，重庆市荣昌区是国家数字

乡村试点地区①，提高乡村数字治理水平的政策环境较好。 课题组在上述各县（区）选取 ３ ～ ４ 个反映

不同层次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乡镇，在每个样本乡镇按照相同标准分层选取 ３ ～ ４ 个样本村，再在

每个样本村随机选取 ８～１０ 个样本农户（主要为家庭财务决策人）进行访谈。 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７００ 份，覆盖 ７ 个县（区）２３ 个乡（镇）８７ 个村，回收有效问卷 ６８０ 份，问卷有效率为 ９７. １４％。
（二）变量选取与测度

１. 因变量：乡村数字治理参与。 本文分别以“有无参与村庄组织的远程教育学习或利用学习强

国等党群教育平台进行在线学习”“有无通过村庄微信公众号、益农信息社等平台参与选举、投票、协
商议事等有关的村务讨论活动”“有无通过村庄微信群或 ＱＱ 群等社交平台参与有关环境卫生、集体

项目等方面的民主监督及个人正当权益的维护”测量农民在乡村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

和数字化民主监督三个方面的参与情况。 进一步地，本文对上述三个方面进行加总计算，以衡量农民

的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 统计显示，农民参与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的

比例分别为 ２０. ４８％、１７. ８９％和 １２. ０８％，表明当前农民对乡村数字治理不同领域的参与比例均较低。
２. 核心自变量。 （１）数字素养。 依据前述文献，本文从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

化创意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养四个维度设计指标体系并最终筛选 １２ 个测量题项（各题项赋值均为 ０
或 １）测度数字素养综合水平。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按照特征根大于 １ 的原则提取 ４ 个公共因子，累
积方差贡献率为 ７７. ７３％（见表 １）。 以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占累积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各因子得分

的权重计算数字素养总体水平。 因子分析结果中，样本充足性检验 ＫＭＯ 值为 ０. ７８，表明测量题项间

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同时，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度检验统计量的显著性 Ｐ 值为 ０. ００，表明因子分析结果有效。
本量表所有测量题项的克朗巴哈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简称 α 系数）为 ０. ８３６，各分维度测量题项的 α
系数均高于 ０. ６７，表明变量测量信度较好。 此外，本量表各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 ０. ５，表明

变量测量收敛效度较好。 （２）村庄精英身份。 本文参考黄博等（２０１３）将乡村现代精英划分为体制内

精英和体制外精英（主要指经济精英），前者以“是否具有村干部身份”表征，后者以“是否为个体工商

大户、创办家庭农场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表征。 统计显示，全样本中仅具有乡村体制内精英身份、体
制外精英身份和具有双重精英身份的比例分别为 ９. １７％、１８. ３４％和 ３. ６７％。

３.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张翠娥等，２０１５；王立华等，２０１２），本文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及村

庄特征方面选取控制变量，并以县域为单元，控制区域固定效应。 上述各类变量的定义、赋值及描述

性统计如表 ２ 所示。
（三）计量模型设定

１.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为检验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对乡村数字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本文

设定模型如下：
Ｐｒｏｂ（Ｙ１ｋｉ ＝ １ Ｘ ｉ）＝ Φ１（α０ＤＬｉ＋β０ＥＩｉ＋γ０Ｘ ｉ＋μ０） （１）

其中，Ｙ１ｋｉ为虚拟变量，Ｙ１ｋｉ ＝ １ 表示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否则 Ｙ１ｋｉ ＝ ０；ｋ 取值 １、２、３，分别表示农民
在乡村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方面的参与决策。 ＤＬｉ 表示第 ｉ 个样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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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素养水平；ＥＩｉ 表示第 ｉ 个样本的乡村精英身份∗；Ｘｉ 为控制变量，如表 ２ 所示；α０、β０、γ０ 为估计

系数；μ０ 表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上述模型可能因数字素养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行为

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或变量测量偏差等导致内生性问题。 因此，本文选取“除受访者自身

外居住在同一村庄的其他样本的数字素养均值”作为受访样本数字素养水平的工具变量，采用工具

变量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 鉴于同一村庄内部的数字化环境具有相似性，个体数字素养水平受到

同一村庄内部其他人平均数字素养水平的影响；同时，受访个体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参与决策与其他人

的数字素养水平并不直接相关，理论上上述工具变量选取符合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

表 １　 数字素养衡量指标体系及信度效度检验

维度 　 　 具体测量题项 比例（取值 １，％） 因子载荷 α 系数

数字化通用素养
（０. ５１７）

是否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一般功能 ７４. ７１ ０. ８９８
是否会对电脑的简单应用进行正确操作 ４０. ４２ ０. ６９２
是否会使用微信的一般功能 ６８. ４４ ０. ９１０

０. ８０２

数字化社交素养
（０. １１９）

是否经常使用微信或 ＱＱ 的朋友圈功能 ３４. ４３ ０. ６５５
是否能够熟练参与线上聊天互动 ４６. ３２ ０. ６１６
是否能够熟练进行线上信息分享 １３. ０１ ０. ８４２

０. ７２８

数字化创意素养
（０. １７１）

是否会制作生活相关短视频 １９. ６２ ０. ７９１
是否会制作工作或职业相关的短视频 １３. ９３ ０. ８３５
是否会利用线上平台进行直播（包括直播销售） １. ６２ ０. ６１９

０. ６７７

数字化安全素养
（０. １９３）

使用微信、ＱＱ 等线上社交工具时，是否考虑账号、
密码等信息安全问题

２４. ７３ ０. ６７４

使用网上银行、支付宝等互联网金融工具时，是否
采取措施（如绑定手机号、动态验证码等）维护账号
及密码等信息的安全

１３. ６１ ０. ９１６

使用网上银行、支付宝等互联网金融工具时，是否
采取措施（如动态口令和交易码、人脸识别、指纹识
别等）维护线上交易的资金安全

１２. ７１ ０. ９０５

０. ８０２

　 　 注：实际调查中，依据受访者的回答和现场简单模拟操作对上述测量题项进行综合判断

２. ＩＶ－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为检验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对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的影响，
本文设定模型如下：

Ｐｒｏｂ（Ｙ２ｉ ＝ｍ Ｘ ｉ）＝ Φ２（α１ＤＬｉ＋β１ＥＩｉ＋γ１Ｘ ｉ＋μ１） （２）
其中，Ｙ２ｉ为有序分类因变量，ｍ 取值为 ０、１、２、３。 ＤＬｉ 表示第 ｉ 个样本的数字素养水平；ＥＩｉ 表示第 ｉ
个样本的乡村精英身份；Ｘｉ 为控制变量，如表 ２ 所示；α１、β１、γ１ 为估计系数；μ１ 表示服从标准正态分

布的随机误差项。 考虑到数字素养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同样选取“除受访者自身外居住在

同一村庄的其他样本的数字素养均值” 作为受访样本数字素养水平的工具变量，采用 Ｒｏｏｄｍａｎ
（２０１１）的 ｃｍｐ. ａｄｏ 程序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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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实证模型中未讨论农民乡村精英身份的内生性问题，主要考虑如下。 一方面，乡村精英身份的认定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如
村干部由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等经济能人均需工商部门认定注册），农民乡村数字治理的参

与并不必然导致乡村精英身份尤其是体制外精英身份的获取。 另一方面，农民乡村精英身份与其职业基础等有较大关系，且个人职

业基础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 鉴于乡村数字治理近两年才起步且发展较为滞后，现阶段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影响农民乡村精

英身份获取的反向逻辑关系并不明显。 当然，由遗漏变量、测量偏差等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



表 ２　 变量的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项目 　 　 变量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乡村数字
治理参与

数字化党群教育参与 有＝ １，无＝ ０ ０. ２０ ０. ４０ ０. ００ １. ００

数字化村务管理参与 有＝ １，无＝ ０ ０. １８ ０. ３８ ０. ００ １. ００

数字化民主监督参与 有＝ １，无＝ ０ ０. １２ ０. ３３ ０. ００ １. ００

数字治理参与度 前述三项赋值加总 ０. ５０ ０. ９２ ０. ００ ３. ００

数字素养 数字素养（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所得 ０. ０３ ０. ５８ －０. ８８ １. １７

数字素养（得分法） 单项题项赋值加总所得 ３. ７５ ２. ８９ ０. ００ １１. ００

乡村精英
身份

乡村精英身份 普通村民：是＝ １，否＝ ０ ０. ６９ ０. ４７ ０. ００ １. ００

经济能人：是＝ １，否＝ ０ ０. １８ ０. ４０ ０. ００ １. ００

村干部：是＝ １，否＝ ０ ０. ０９ ０. ２９ ０. ００ １. ００

经济能人和村干部：是＝ １，否＝ ０ ０. ０４ ０. １９ ０. ００ １. ００

个体特征 性别 男＝ １，女＝ ０ ０. ６７ ０. ４７ ０. ００ １. ００

年龄 实际调查值（岁） ５１. ９６ １２. ６０ ２０. ００ ７５. ００

受教育年限 实际调查值（年） ８. １５ ４. ３３ ０. ００ １９. ００

是否户主 是＝ １，否＝ ０ ０. ６６ ０. ４７ ０. ００ １. ００

是否党员 是＝ １，否＝ ０ ０. ２１ ０. ４１ ０. ００ １. ００

非农就业 有＝ １，无＝ ０ ０. ４１ ０. ２９ ０. ００ １. ００

家庭特征 家庭社会声望 １ 表示最差，１０ 表示最好，１ ～ １０
表示程度依次增加

５. ６１ １. ８２ １. ００ １０. ００

有无亲友任职村干部或
公务员

有＝ １，无＝ ０ ０. ２７ ０. ４４ ０. ００ １. ００

与邻里信任度 １＝非常不信任；２ ＝较不信任；３ ＝
一般；４＝比较信任；５＝非常信任

３. ８６ ０. ９２ １. ００ ５. ００

村庄特征 村庄到乡镇的距离 实际调查值（公里） ３. ６８ ２. ４５ １. ００ １２. ００

村庄有无益农信息社 有＝ １，无＝ ０ ０. ３６ ０. ４８ ０. ００ １. ００

村庄有无开通微信公众号 有＝ １，无＝ ０ ０. ２２ ０. ４１ ０. ００ １. ００

区域 永川区 是＝ １，否＝ ０ ０. ２２ ０. ４２ ０. ００ １. ００

荣昌区 是＝ １，否＝ ０ ０. １９ ０. ３９ ０. ００ １. ００

巴州区 是＝ １，否＝ ０ ０. １２ ０. ３３ ０. ００ １. ００

井研县 是＝ １，否＝ ０ ０. １５ ０. ３６ ０. ００ １. ００

温江区 是＝ １，否＝ ０ ０. ０７ ０. ２２ ０. ００ １. ００

彭山区 是＝ １，否＝ ０ ０. ０８ ０. ２５ ０. ００ １. ００

武胜县 是＝ １，否＝ ０ ０. １７ ０. ３８ ０. ００ １. ００

　 　 注：数字素养（得分法）用于稳健性检验；家庭社会声望包括对家庭信誉、美德、贡献等方面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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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对乡村数字治理单一领域参与的影响分析

　 　 １. 农民数字素养对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单一领域的影响分析。 由表 ３ 第（１）、（３）、（５）列基准回

归结果可知，数字素养对农民参与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的影响均在

１％的水平上正向显著。 再由第（２）、（４）、（６）列工具变量回归估计结果可知，Ｄｕｒｂｉｎ－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简称 ＤＷＨ 检验）均拒绝数字素养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 因此，采用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进行解

释。 此外，一阶段 Ｆ 值为 ２７. ４６，均大于 １６. ３８，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Ｓｔａｉｇｅｒ 等，１９９７）∗。 回

归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农民参与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的影响均在

１％的水平正向显著，且农民数字素养每提升 １ 个单位，其参与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

字化民主监督的概率分别增加 ６. ０１％、１３. ７５％和 １０. ８７％。 因此，假说 １ 得到证实。 作为数字化时代

人力资本中的重要内容，农民应用基础数字工具与平台的意识越强、有关数字技术操作与使用的知识

储备越充分、利用数字平台开展社会互动、信息交流、创意化表达的能力越好、使用数字工具的安全意

识和权益保护意识越敏锐，越有助于降低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规避新技术采

用风险与潜在损失、提高参与收益和综合效用，有效调动和充分激发其参与乡村数字化党群教育、数
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２. 乡村精英身份对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单一领域的影响分析。 表 ３ 第（２）、（４）、（６）列结果

显示，以村干部为核心的体制内精英对乡村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的参

与均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高于村庄普通村民，且相较于普通村民，村干部身份使参与乡村数字化党群

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的概率分别增加 ９. ９５％、１２. １０％和 ９. ２９％。 由此，假说 ２ａ
得到证实。 进一步地，具有经济能人和村干部双重精英身份的农民参与乡村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

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的概率均在 １０％的水平上高于普通村民，且分别高出 １１. ３５％、１４. ５６％和

１５. ３３％。 因此，假说 ２ｃ 得到证实。 不同精英身份引致个体的禀赋效应和社会贴现率存在差异，进而

作用于不同主体的乡村治理参与决策。 具体而言，村干部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赋予的政治资源优势

表现出较高的禀赋效应，履行着带领和组织村民开展有效自治的社会责任和岗位规范，加之部分村干

部的集权思想较浓厚，其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各领域的概率显著高于普通村民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
兼具村干部和经济能人双重身份的农民作为乡村精英群体中的精英，拥有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生产

管理技术等多重优势及乡村精英身份引致的较高禀赋效应，比较重视树立自身威望和群众评价，整体

上对乡村各领域的数字治理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和实际参与概率，且双重精英身份的影响存在一定

的叠加效应。
但是，以个体工商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等为代表的村庄经济能人在乡村数

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方面的参与和村庄普通村民的参与均不存在显著

差异。 由此，假说 ２ｂ 未得到证实。 可能的解释如下，一方面，数字经济具有跨越时空的普惠性特征，
依托数字技术较强的渗透力，微信公众号、益农信息服务中心、微信群等数字化平台在乡村治理相关

领域的使用，有助于缩小普通村民和经济能人参与乡村治理的机会和程度差距，并提高大众参与乡村

治理的能力和效率。 另一方面，虽然部分经济能人将凭借经济资源优势获取村庄政治机会作为参与

乡村治理的重要动机，但大部分经济能人参与乡村治理的首要动机仍然是保障和巩固既有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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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依次以工具变量对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工具变量和数字素养对乡村数字治理参与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前者工具变量的

影响至少在 １０％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后者则不显著，表明该工具变量具有较好的外生性



优势地位。 经济能人和普通村民均主要对涉及自身核心利益（非政治机会）的乡村数字治理参与表

现出较高的贴现率和预期效用，为缩小两类主体的参与差距提供了可能性。
综上分析可知，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诸多领域的创新性应用并未显著扩大普通村民和村庄经济

能人参与乡村治理的差距，但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普通村民与乡村体制内精英、尤其是具有双重精英

身份的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差距。 由此认为，数字化治理视域下，体制外精英身份并未强化精英治村

模式，而体制内和双重精英身份均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精英治村模式，后者不利于构建数字经济时代

多元主体民主协商的乡村良性治理格局。
３. 其他因素对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单一领域的影响分析。 估计结果如表 ３ 第（２）、（４）、

（６）列所示。 个体特征方面，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龄差异，这可能与数字技

术采用具有打破时空限制、使用机会均等等特征有关。 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参与乡村数字化党群教育、
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的影响分别在 １０％、１０％和 ５％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农民受教育程

度越高，越容易接受新思维新技术，采用数字工具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越高。 是否户

主对农民参与乡村数字化民主监督的影响在 ５％的水平上正向显著，整体上户主的村庄主人翁意识

和参与民主监督尤其是对涉及家庭核心利益事项的监督意识更强。 是否党员对农民参与乡村数字化

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的影响均在 １％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党员身份显著增加

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各领域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非农就业对农民参与数字化党群教育的影响在

５％的水平上负向显著，现阶段数字化党群教育多集中在村委会开展，非农就业直接降低农民的现场

参与概率。 家庭特征方面，家庭社会声望对农民参与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

监督的影响分别在 １％、１０％和 １０％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家庭社会声望越高，越重视在村庄中营造良好

的公共关系、维护家庭影响力和形象，因而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意识越强。 与邻里信任度在 ５％的水

平上显著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数字化民主监督，农民对邻里信任度越高，越愿意在村庄事务管理和民主

决策中展现良好形象、发挥积极作用。 村庄特征方面，村庄有无益农信息社在 １０％的水平上促进农

民参与数字化党群教育，村庄益农信息社的设立有助于畅通内外信息获取与交流渠道，且增加农民参

与远程教育学习的机会。 村庄有无开通微信公众号对农民参与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的

影响均在 １０％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微信公众号的开通有助于改善村庄数字化环境，便利农民及时了

解村务活动动态，并推动其积极主动参与村庄事务的民主监督、充分发挥主体作用。
（二）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对乡村数字治理总体参与度的影响实证分析

表 ４ 报告了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对乡村数字治理总体参与度的影响。 由（１） ～ （４）列可

知，数字素养在 １％的水平上提高农民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参与度。 再由（５） ～ （８）列工具变量法估计

结果可知，拒绝数字素养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且一阶段 Ｆ 值为

５８. １１，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因此，采用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显示，农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数字

治理参与度为“０”的影响在 １％的水平上负向显著，对参与度为“１”“２”“３”的影响均在 １％的水平上

正向显著。 假说 １ 再次得到验证，即农民数字素养积累在降低参与成本、规避风险、提高预期效用等

方面的作用，不仅增加乡村数字治理单一领域参与概率，而且有助于促进其对乡村数字治理的深度参

与。 此外，相较于普通村民，经济能人身份对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的影响不显著，村干部身份对农民

未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影响在 １％的水平上负向显著，但对其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单一领域及多领域

的影响均至少在 １０％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具有经济能人和村干部双重精英身份在 １０％的水平上增强

了农民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参与度。 假说 ２ａ 和 ２ｃ 进一步得到证实，即体制内精英身份和双重精英身

份所引致的禀赋效应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数字治理的深度参与，强化了精英治村模式。

—５４—

　 　 苏岚岚等：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　 　



表 ３　 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对乡村数字治理单一领域参与的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

数字化党群教育参与 数字化村务管理参与 数字化民主监督参与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数字素养
　 ０. １０１３∗∗∗

（０. ０３１５）
　 ０. ０６０１∗∗∗

（０. ０１５２）
　 ０. １３７０∗∗∗

（０. ０３９５）
　 ０. １３７５∗∗∗

（０. ０２６８）
　 ０. １４４２∗∗∗

（０. ０３９３）
　 ０. １０８７∗∗∗

（０. ０２４１）

乡村精英身份（以“普通村民”为参
照组）

　 　 经济能人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２９０）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３２４）
０. ０２０４

（０. ０３２６）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３３５）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２７４）
０. ０１６３

（０. ０２９０）

　 　 村干部 ０. ０９５９∗∗

（０. ０４４７）
０. ０９９５∗∗

（０. ０４５３）
０. １２１８∗∗

（０. ０５３８）
０. １２１０∗∗

（０. ０５４２）
０. ０９５４∗∗

（０. ０４６０）
０. ０９２９∗∗

（０. ０４３３）

　 　 经济能人和村干部
０. １１２４∗

（０. ０６６０）
０. １１３５∗

（０. ０６２０）
０. １３８９∗

（０. ０７７０）
０. １４５６∗

（０. ０７９７）
０. １４９９∗

（０. ０８０１）
０. １５３３∗

（０. ０８１４）

性别 ０. ０５７３∗

（０. ０３０８）
０. ０５１１

（０. ０３１８）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３５０）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３４６）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３２２）

０. ０１６８
（０. ０３２１）

年龄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２１）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０４４）

是否户主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２９６）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３０３）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３４７）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３４８）

０. ０３６８
（０. ０３２９）

０. ０５１２∗∗

（０. ０２４８）

是否党员 ０. ２３０１∗∗∗

（０. ０１７９）
０. ２４１４∗∗∗

（０. ０２１８）
０. ０８９６∗∗∗

（０. ０２８９）
０. ０９２８∗∗∗

（０. ０２８９）
０. ０２７４∗∗∗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２７８∗∗∗

（０. ００４３）

非农就业
－０. ０６７０∗∗∗

（０. ０２３０）
－０. ０６２３∗∗

（０. ０２７９）
－０. ０２９２
（０. ０２７５）

－０. ０２８２
（０. ０２９２）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２５２）

－０. ０１６０
（０. ０２７３）

家庭社会声望 ０. ０２０９∗∗∗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１５１∗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１１５∗

（０. ００６３）

有无亲友任职村干部或公务员
－０. ０２４４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１８８
（０. ０２４９）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２７３）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２７３）

－０. ０１７６
（０. ０２４５）

－０. ０２１７
（０. ０２５９）

与邻里信任度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１２０）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１４２）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３１３∗∗

（０. ０１３３）
０. ０２８３∗∗

（０. ０１３４）

村庄到乡镇的距离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５５）

村庄有无益农信息社 ０. ０４３２∗

（０. ０２４６）
０. ０２６５∗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３２８

（０. ０２９１）
０. ０３５４

（０. ０２６３）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２６２）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２４６）

村庄有无开通微信公众号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２９６）
０. ０３５９

（０. ０２６０）
０. ０６８３∗∗

（０. ０３４９）
０. ０５７１∗

（０. ０２９８）
０. ０６０８∗∗

（０. ０３００）
０. ０４６７∗

（０. ０２７２）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ＬＲχ２ ／ Ｗａｌｄχ２ ３５８. ９１∗∗∗ １８６. ６４∗∗∗ ２０２. ９７∗∗∗ ２２１. ９０∗∗∗ １４８. ６９∗∗∗ １４４. １１∗∗∗

一阶段 Ｆ 值 ２７. ４６∗∗∗ ２７. ４６∗∗∗ ２７. ４６∗∗∗

ＤＷＨ 内生性检验 ４. ４８∗∗ １０. ３２∗∗∗ ６. ４０∗∗∗

Ｎ ６５４ ６５４ ６５４ ６５４ ６５４ ６５４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表中报告边际效应，括号内为标准误。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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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对乡村数字治理总体参与度的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

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

参与度＝０ 参与度＝１ 参与度＝２ 参与度＝３ 参与度＝０ 参与度＝１ 参与度＝２ 参与度＝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数字素养
－０. １７６７∗∗∗

（０. ０３５６）
０. ０５１７∗∗∗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４８０∗∗∗

（０. ０１１５）
０. ０７６９∗∗∗

（０. ０１７７）
－０. ５２６５∗∗∗

（０. ０６８９）
０. ０７３５∗∗∗

（０. ０２００）
０. １０９１∗∗∗

（０. ０１７６）
０. ３４３８∗∗∗

（０. ０９４６）

乡村精英身份（以“普通
村民”为参照组）

　 经济能人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３２６）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２０７

（０. ０２６１）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１７２）

　 村干部
－０. １３９９∗∗∗

（０. ０４５３）
０. ０３１８∗∗∗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３８９∗∗∗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６９２∗∗∗

（０. ０２４５）
－０. １１３９∗∗∗

（０. ０３４６）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２３６∗∗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７４４∗∗∗

（０. ０２１７）

　 经济能人和村干部
－０. ０９２３∗

（０. ０４５６）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３６５∗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７２４∗

（０. ０３９１）
－０. ０７７２∗

（０. ０４５５）
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２９０∗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７５４∗

（０. ０３９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ＬＲχ２ ／ Ｗａｌｄχ２ ３６１. ９３∗∗∗ ３３９. ８３∗∗∗

一阶段 Ｆ 值 ５８. １１∗∗∗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 －０. ７７∗∗∗

Ｎ ６５４ ６５４

（三）乡村精英身份视角下农民数字素养影响乡村数字治理参与的群体差异性分析

基于前述估计结果，本文进一步探讨乡村精英身份视角下农民数字素养影响乡村数字治理参与

的群体差异。 由表 ５ 可知，数字素养对具有乡村精英身份的农民和普通村民参与乡村数字化党群教

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及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的影响均在不同水平上正向显著，且从

影响程度看，数字素养对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各领域及整体参与度的影响更大。 当前，农民数

字素养整体水平及乡村数字治理参与水平均偏低，数字素养对不同类型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均发

挥基础性和能动性作用，即通过降低乡村数字治理的参与成本、减少数字技术和平台使用风险、增加

预期效用等激发不同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内生动力。 此外，乡村精英身份所赋予的政治资源和

经济资源等优势有效提高农民的禀赋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数字素养的内生动力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前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以数字素养得分法计算结果替换因子分析法计算结果。 具

体操作为：对每个数字素养测量题项选项赋值为 １ 的赋分为 １，否则赋分为 ０。 以等权重进行加总计

算的数字素养总得分区间为［０，１２］，样本数字素养均值为 ３. ７５（标准差为 ２. ８９），证实了农民数字素

养的整体水平较低。 重新回归结果∗显示，以得分法计算的数字素养对农民参与乡村数字化党群教

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及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的影响均在 １％的水平上正向显著。
此外，相较于普通村民，经济能人身份对乡村数字治理单一领域的参与及总体参与度的影响均不显

著，但村干部身份、经济能人和村干部双重精英身份均显著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各领域并提高

总体参与度。 因此，前述主要结论较为稳健。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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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乡村精英身份视角下农民数字素养影响乡村数字治理参与的群体差异性

变量

数字化党群教育参与 数字化村务管理参与 数字化民主监督参与 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

乡村精英 普通村民 乡村精英 普通村民 乡村精英 普通村民 乡村精英 普通村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数字素养
　 ０. １４７３∗

（０. ０８１０）
　 ０. ０６６２∗∗∗

（０. ０２６０）
００. １７７６∗

（０. １０１０）
００. １０１８∗∗∗

（０. ０３３７）
００. ２２２９∗∗

（０. １１１３）
００. １０３３∗∗∗

（０. ０３９４）
００. １５１６∗∗

（０. ０６１８）
　 ０. ０３６８∗∗∗

（０. ０１２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Ｗａｌｄχ２ １１４. ２５∗∗∗ １７６. ８０∗∗∗ ８５. ４３∗∗∗ ９２. ４１∗∗∗ ６１. ７０∗∗∗ ７２. １３∗∗∗ ８８. ８５∗∗∗ １７４. ５５∗∗∗

一阶段 Ｆ 值 １８. ４３∗∗∗ １４. ０９∗∗∗ １８. ４３∗∗∗ １４. ０９∗∗∗ １８. ４３∗∗∗ １４. ０９∗∗∗ １５. ５７∗∗∗ １６. ８８∗∗∗

ＤＷＨ 内生性检验 ３. ２１∗∗ ３. ５６∗∗ ８. ２５∗∗∗ ９. １７∗∗∗ ４. ５８∗∗ ５. ２２∗∗∗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 －０. ５８∗∗∗ －０. ６９∗∗∗

Ｎ ２０４ ４５０ ２０４ ４５０ ２０４ ４５０ ２０４ ４５０

　 　 注：限于篇幅，仅按照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进行分组回归；第（７）、（８）列仅汇报因变量在最高分类水平处的边际

效应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立足于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构建了农民数字素养的评估指标体系，
微观刻画了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行为，并采用四川省和重庆市 ６５４ 份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农

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对乡村数字治理单一领域参与和总体参与度的影响效应，揭示了数字素养

的能动性作用及乡村精英身份的禀赋效应，探讨了数字治理引入对乡村传统精英治村模式的潜在影

响。 统计分析发现，农民数字素养水平及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参与水平整体偏低。 实证研究表明，数字

素养对农民参与乡村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及乡村数字治理总体参与

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相较于普通村民身份，经济能人身份并未显著增加农民对乡村数字治理单一

领域的参与概率及整体参与度，但村干部身份、经济能人和村干部双重精英身份均显著增加农民参与

乡村数字治理单一领域的概率及整体参与度。 进一步分析可知，数字化治理视域下体制外精英身份

并未强化精英治村模式，而体制内和双重精英身份均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精英治村模式。 研究还证

实，相较于普通村民，数字素养对具有乡村精英身份的农民群体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作用更大。
为进一步提高农民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参与广度和深度、优化乡村治理格局、加快提升乡村现代化

治理水平，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一是多渠道全方位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水平，激活乡村数字治理主

体的内生动力。 从国家层面推动形成政府支持引导、行业协会组织规范、学校和社会教育培训力量参

与的农村数字化教育体系，建立激励监督机制和优质数字资源共享机制，充分调动多方力量，积极发

挥不同主体在推动农村数字化教育中的独特作用。 二是着力完善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设计

和具体措施，健全乡村精英尤其是体制内精英的选拔机制和基层民主协商机制，同时充分重视普通村

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主体作用发挥，积极推动向“精英带动、大众充分参与”的乡村数字治理模式

转变。 探索构建面向不同类型农民群体的差异化乡村数字治理支持策略体系，加大对普通农户尤其

是弱势群体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政策倾斜，保障不同群体享有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同等的权利和机会。
三是持续优化乡村数字治理的支撑保障机制，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的“温度”与“精度”。 加快推进乡村

数字基础设施尤其是微信公众号、益农信息社、智慧化管理系统等村级智慧化治理平台建设，根据村

庄在党群教育、村务管理、民主监督等多方面的数字化治理需求，不断完善和创新配套的数字基础

设施。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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